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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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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１００８３６）

　　内容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实践上源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
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从理论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进行深入研究，可
以使我们更清楚地将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西
方经济学识别开来。该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并结合对比分析，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具有四个方面基本特征：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阶级性”特征；二是“以唯物
史观为方法论基础”的“科学性”特征；三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国别性”特征；四是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表现形式”的“实践性”“时代性”特征。该文对以上四个基本特
征进行了学理上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性”当今表现形式进行了研究，对
剩余价值理论是否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分析，并对唯物史观的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西方经济学对“国家”忽略的“潜在动机”
和“隐藏理由”进行了深层次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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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过知网平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篇名进行检索，２０１６年的论文高达１８３篇，２０１７年

截止８月底已经达到１５９篇，而２０１５年才有３篇，即使增加了“中国特色经济学”查询，２０１５年才有７篇。

②可以将２０１４年７月８日习近平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讨论会时提出“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看做是将处于
“边缘化”的政治经济学“唤醒”，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３日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提出“立足我国

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做是吹响了“构建中国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聚集号，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正式提出看做是第三次高潮的真正掀起。

一、引　论

自习近平在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１日主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概念以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献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①，掀起了“构建中
国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次理论研究高潮②。但对于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或者标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已有研究却相当不足。目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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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命题直接相关的研究有两篇文献，第一篇是白暴力和杨颖（２０１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基本特征》，虽然这篇论文对“人民主体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但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简单地归结为“阶级
性”，除了标识了与西方经济学立场、观点的不同外，并不能带给我们更多的信息。第二篇是李建
平和黄瑾（２０１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新特征》，这篇论文从时代背景、社会发
展阶段、经济运行机制、历史任务和国际责任五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典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新特征，但是对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等的区别并没有进行研究。与该命题比较相关的研
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李成勋（２０１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五大特征》，他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特征归结为客观性、阶级性、逻辑性、开放性、导向性，基本是对“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的
论证，但是这些特征并不足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标识，因为马克思主义其他学科如哲
学也具有这些特征，更不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作为一个范式的硬核是什么？我们不妨从概念语义出发进行梳理。就概念本身语义而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四个层面的涵义：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这个定语表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而是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服务即“以人民为
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阶级性”的具体体现，它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西方经济学的本质特征；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同义语，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
产物，因此，它除了在基本立场与西方经济学有着本质区别外，与西方经济学还有方法论的区
别，即，与西方经济学实证主义方法论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唯物史观①，
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得“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第二个特征，也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具体体现；第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张宇，２０１７），它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世界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建立在西方历史、文化和哲学思辨传统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２００１ａ）②，而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别”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问题、讲清中国故事、
指导好中国实践是它的主要任务，“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是它的第三个特征，这一特征不仅标识
了它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也标识了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区别，“国别性”是中国特色的重要体现；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这一阶段由于生产力还比较落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最
根本的任务，而“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促进生产力发展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 ，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因此，将“以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为表现形式”作为它的第四个特征，不仅标识了它与西方经济学及以西方经济学
为基础的发展经济学的区别，也标识了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区别，“实践性”“时代性”是它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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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逻辑与历史统一、从抽象到具体等不是马克思的元方法论，这里选择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
一唯物史观作为其方法论。
需要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建立在西方历史、文化和哲学思辨传统的基础上，参见习近

平（２００１ａ）的论述。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

与西方经济学羞羞答答掩盖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超阶级性”立场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公开宣称它的鲜明“阶级性”立场，《资本论》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即是明显的标志。以
“社会主义”为定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和观点，
“以人民为中心”成为其区别于其他经济学说最根本的理论品质和显著特征。

（一）人性的异化与复归是贯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
长期以来，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人性异化学说”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甚

至将马克思丰富的“人性异化学说”（尤其是关于人的本质论述）当做其青年时期不成熟的“人本主
义”思想去批判，以致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和重要原理叙述中很难找到“人”的
因素。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关注人的本质的研究，人性的异化与复归是贯穿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性”在资本主义制度的
“异化”进行了哲学的批判，他指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及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
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哲学批判转向了政
治经济学批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剩余价值理论”论证了资本
主义制度“公平正义”背后掩藏的不平等和带来的“人性异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
言》《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人性异化”的基础上，以“人性复归”为目标，
将共产主义的本质描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并强调只有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物质精神财富极
大丰富，才能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人性异化”的批判和共
产主义社会“人性复归”论述，构建起“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学说，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是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这里之所以将“以人民为中心”代替“代表无产阶级利益”，那是因
为，《资本论》是以西欧各国更准确地说是英国这一农民被完全剥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代表所
做的分析①，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在英国那里是“农业的工人”，“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基本等
同，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事实上就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王立胜，郭冠清，２０１６）。

（二）“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尽管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代表，“执政为民”是中国

共产党的基本执政理念，在立场和观点上，我们不可能选择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西方经
济学作为指导，但是，从实践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以人民为中心”立场和观点不仅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稿”里甚至在很长时期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改革开放
释放的“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潜力创造了３０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但
是人民的收入差距扩大了很多，环境和自然资源破坏严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基本停
留在理论层面上。
生产力的发展为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问

题、环境污染问题等为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了现实要求。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４日，胡
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上，正式提出了
“以人为本”（可以看做是“以人民为中心”同义语）的论断：“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
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５日，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更进
一步强调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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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２６８．



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
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
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８日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更是全文贯彻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并明确指出：
“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新的时代条件和新的实践，坚持党的执政为

民理念，一切工作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检验标准。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行了“术语革命”，直接用“以人民为中心”
代替了容易产生歧义的“以人为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①在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
学习时，习近平进一步从理论的高度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同时强调：“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
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
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②这样，“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根本立场被明确地提了出
来，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阶段发展中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也就是说，无论是创新发展、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还是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群众都是主体
和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最终受益者和评判者（姜淑萍，２０１６）。

“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和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阶级性”在当今的表现，为包括工人
阶级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服务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的内在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
本质差别，它既是一条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也是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新阶段与踏上新征程的历史起点。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
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最伟大的发现是唯物史观的创立，它为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
方法论，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牢固地钉在了“科学”的十字架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马克思
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
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③“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分西方经
济学的主要特征，也是做为发展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具体体现。

（一）唯物史观是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唯物史观以“物质生产”为出发点，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主线，揭

示了人类社会演变的规律（郭冠清，２０１５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社
会演变的三种所有制形态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再次对社
会形态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而又常常在实践中被忽略的“两个决不会”，即“无论
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
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④。在《资本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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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Ｎ］，２０１５－１１－４．
《人民日报》［Ｎ］，２０１５－１１－２５．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７４２－７４３．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４１３．



马克思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自然历史过程”仍然做了详细的论述，但是，对于我们认识社会
演变的规律是否可以跳过的问题，马克思讲道：“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
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
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①

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违背了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呢？事实

上，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社会制度上能否越过“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在１８８２年《共产党宣
言》俄文版序言中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
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②也就是说，马克思除了对
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共同胜利”论断外，还有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否能
“一国胜利”的思考。
至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习近平给出了耐人寻味的答案。习近平（２００１ａ）在《对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中论证道：“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社会制度上能够越过‘卡夫丁峡
谷’，并不等于它们在经济发展上也必然能够越过商品经济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
没有这样的表述和设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商品经济是那些经济基础薄弱、
发展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俄国如此，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
社会的中国更是如此。”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晚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思考，亦即对于经济落后
的国家，“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
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成果”③，这对我们借鉴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从而更好地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二）唯物史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开启，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践逐渐形成并不断演进的政治经济学，它的酝酿、创立和发展过程就是唯物史观不断中国化的过
程，是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的中国再现（曹典顺，２０１７）。
当我国越过“卡夫丁峡谷”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

有制为基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一种生产方式④不是生产力发展的
必然结果（用西方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是由于这种体制建立在半封
建和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并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加上制度模仿带来的建
设成本节约和赶超战略对外部技术的利用（从而对较先进生产力的利用）带来的收益，应该说，这
种生产方式符合我国当时的生产和交换的条件，短期内调动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
了生产力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增长年均达到９．３４％就是很好的证明（乔榛，２０１６）。
这种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在短期释放了巨大潜能之后，从促进生产力发展逐
渐变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⑤，这种问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苏联模式”对唯物史观的错误解
读，因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还有“生产方式”，“生产力决定论”本身也不是马克思意义上
的唯物史观（郭冠清，２０１５ａ）。虽然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
盾消灭”进行了批判（荣兆梓，２０１３），并试图走一条与“苏联模式”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它偏离了唯物史观指引的正确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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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９－１０．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３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５７１．
注意这里抛弃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定义，对于生产力直接对应的生产方

式定义为“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详见郭冠清（２０１５ａ）。
苏联在１９７０年代后出现了长达１５年的停滞，我国在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出现了连续三年的负增长，最低速度

为－２７．３％，详见乔榛（２０１６）。



在寻求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经过计划经济的优化、市场
社会主义尝试失败后，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以“休克疗法”完成了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郭
冠清，陈健，２０１６）。中国选择了一条市场取向“渐进式改革”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根据我国各个不
同阶段所处的历史条件，通过“摸着石头过河”“先试验后推广”等有效的方式，探索各个阶段促进
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方式。改革开放近４０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一个生产力落后国家发
展到世界第二经济体，缔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经济发展的神话，逐步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既是唯物史观不断中国化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场和唯物史观在场是“中国奇迹”创造的不可
或缺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曹典顺，２０１６）。当前我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阶段，如
何进一步深化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并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也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任务。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

在世界主义经济学、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超越国界”的共
同影响下，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几乎找不到“国家”的影子，“国家”成了一个被长期掩盖或
忽视的重大命题（王立胜，２０１６）。另外，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建立在西方历史、
文化和哲学思辨传统基础上，“中国特色”也被淹没在西方的大海里。“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不仅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世界主义经济学区别开来，而且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了开来。

（一）世界主义经济学对国家主体的掩盖
“政治经济学”源于希腊文中的“ｐｏｎｉｚ”（原意为城邦、国家以及经济）与“经济学”组成的复合

词，法国经济学家蒙克莱田于１６１５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最早使用了这个词。
从“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词源和蒙克莱田“保护关税以保护本国工业”的重商主义主张中可以看出，
政治经济学关心的是“国家财富的积累”，“国家”是研究的主体。重农学派虽然从重商主义的海外
贸易转向了国内的农业生产，但是没有离开“国家财富的积累”。亚当·斯密的划时代著作《国民
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国民财富”，代表的是英国产业资本的诉求，只是因
为当时英国工业领先于世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自由的主张符合英国国家的利益，于是，国民经
济学披上了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外衣，国家主体被掩盖。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发达国家掠夺落
后国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本质上仍然是站在英国利益的立场。约翰·穆勒影响持久的政
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国际贸易”，以及马歇尔试图使经济学独立于“政治”，这二者虽然均符合英
国本国的利益，但同时也使经济学更加趋向世界主义并使国家的主体被进一步掩盖。美国成为世
界第一大强国之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话语权由英国转向了美国，世界主义也符合美国的利
益，于是我们称之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自然就变成了世界主义经济学，国家主体被更
进一步掩盖（郭冠清，２０１２；王立胜，２０１６）。
当我们把视野转向发达国家在发达之前信奉的经济学理论时，我们就很容易透过这种国家缺

席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假象，看到国家主体的本质。就英国而言，如果没有亨利七世和后来者在１６
世纪实施的幼稚工业促进政策，我们很难想象英国后期工业化的成功，亚当·斯密或许在不经意
间为“日不落帝国”称霸全球扫除重商主义残余创造了条件（张夏准，２００９）。德国曾经是一个落后
的农业国，为了避免德国工业被英国工业击垮，“幼稚工业保护之父”李斯特（１８４１）主张实施贸易
保护，以“国民经济学”对抗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在“关税同盟”的贸易保护下，德国工
业迅速崛起，而当德国成为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却一脚“踢开德国上爬的梯子”，成了世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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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经济学的推行者（张夏准，２００９）。美国更是如此，１９世纪的美国的工业比英国落后许多，如果听
从亚当·斯密（ｓｍｉｔｈ，１７７６）对“美洲联合抵制进口”的严厉警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高效率的英国
工业必然会淘汰落后的美国工业，相反，贸易保护成了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而当美国取得领先
地位后，不仅推行世界主义经济学，而且故意使推行保护主义的“美国学派”在经济思想史中“消
失”，以掩盖“国家利益”真实面目（赫德森，２０１０）。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布哈林（１９１９）一针见血地指
出：“无论是古典派还是历史派，都是‘民族性的’，因为这两个派别都是历史产物和区域有限发展
的产物。”①

（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家主体的忽视
如果说世界主义经济学对国家主体掩盖的原因是为了更好地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话，那么，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家主体的忽视却有所不同，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和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王立胜，２０１６）外，还有本文提出的
“潜在原因”和“隐藏动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自由人联合体组成的社会，自由贸易带

来的世界范围的生产力提高为埋葬资本主义从而实现“人性的复归”创造了物质条件（郭冠清，陈
健，２０１６），这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的未来社会必然是超越国度的，国家的主体性自然不
会被重视，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忽视国家研究的“潜在原因”。即便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意义做出了精彩的分析和对“国家消亡论”做出了恰如其分的批判，也
无法改变这种思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贸易保护的批判集中体现在对李斯特理论的批判上。

１８４４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阅读了包括李斯特（１８４１）在内的大量政治经济学著作之后，不约而同
地对同是德国人的李斯特进行了批判。马克思于１８４５年３月写出了我们熟知的批判李斯特的小
册子；１８４７年完成了《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和《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两
篇文章，对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批判；１８４８年发表了《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这部
可以与《共产党宣言》比拟的自由贸易宣言著作。恩格斯还专门列了对李斯特批判的写作计划，并
在１８４５年２月在《在爱北婓特的演说》中批判了李斯特，后来一直试图在演说的基础上完善对李斯
特的批判（黄瑾，２０１１）。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家主体忽视的“隐藏动机”是前苏联领导人的“有限主权”思想。在

苏东剧变前的社会主义阵营，前苏联拥有无可争议的霸权地位，尤其是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统
治。即便在斯大林逝世后，前苏联领导人也可以以“有限主权”为理由，迅雷不及掩耳地将一个国
家镇压。例如，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市场取向”的改革，
还没有来得及绽放，就在前苏联法西斯专制的镇压下凋谢了。这与２１世纪的美国以“人权高于主
权”为由将一个国家消灭并无区别。这些思想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的表现就是对国家主体的
忽视。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
除了国家主体缺位是西方经济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共同特点之外，就其本质来说，正如习近平（２００１ａ）所指出的那样，西方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共同植根于西方的土地之中，
是西方文化、历史、哲学传统的必然产物。由于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历史、哲学传统与环
境，使得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原理、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在引进中国之后，往往难以取得预期的
效果，有些甚至失灵或者发生了反作用，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植根于中国的
土地之中，建立与中国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和环境相一致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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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要扎根中国实际。中国文
化博大精深，历史和哲学传统底蕴深厚，包括以民为本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共同富裕的
公平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等（习近平，２００１ａ）。中国文化有两个有别于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那
就是集体主义的价值模式和长期导向的伦理模式（郭冠清，２００６，２００７）。“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还
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经济运行规律，既不是一
般的普遍意义上的经济运行规律，也不是特殊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而是中国这个
个别意义上的在特定时段中的经济运行规律，这就要求重视“国家”的研究，建立适合中国的经济
运行规律（王立胜，２０１６）。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表现形式”
的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结合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是唯物史
观不断中国化和深化的最具特色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其理论来源于
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实践性”特征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不是
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不是西方经济学，而且也排除了
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的发展经济学。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最具特色的发现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还非常落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仍然是社会主义的

根本任务。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就要进行商品生产，因此，就需要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
市场经济相结合，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理论既突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品
生产等于资本主义”的理论限制，也冲破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
的僵化教条，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的鲜明特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发展
的最新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最具特色的发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
心理论（张宇，２０１７）。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３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和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
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指导方针。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
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商品生

产也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直接排除了商品生产，因此，并没有现成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基础上还是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呢？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是有力的，对资
本主义产生经济危机的预见是被实践所证实的，但是对于被称之为“病理学”的理论能否用于指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不少学者持有怀疑的态度（王立胜，郭冠清，２０１６）。
对于剩余价值学说是否适合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习近平（２００１ａ）的

研究发现，马克思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比西方经济学更实用、更科学的市场经济动态分析框架，剩余
价值理论中所揭示的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并未过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依然闪烁
着真理的光芒，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要求我们必须深刻地去学习和掌握《资本论》所
阐述的科学原理，并善于运用这些科学理论去指导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需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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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我们在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构建市场经济理论框架时，需要从批判角色转换为建设角
色，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学说”，并借鉴和吸收发展经济学具有“工具属性”的研究成果，抛弃
其“价值属性”的糟粕，完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形成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习近平，２００１ｂ；
王立胜，郭冠清，２０１６；张平，郭冠清，２０１６）。

六、结束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改革开放后开启并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逐渐形成的政治

经济学，它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概况和总结，也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本
文从概念语义出发对于这样一个正在构建并不断演进的政治经济学的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发
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阶级性”的具体体现，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区别西方经济学的本质特征；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
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第二个特征，也是发展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具体体现；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建立在西方历史、文化和哲
学思辨传统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而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别”政治经济学，“以中国为研究对
象”是它的第三个特征，也是“国别性”的具体体现；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这一阶段“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仍是最根本的任务，而促
进生产力发展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
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因此，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表现形式”作为
它的第四个特征，也是“实践性”“时代性”的具体体现。

本文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
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以人民为中心”的“阶级性”特征和“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的“科学
性”特征进行了梳理，并指出其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从被掩盖和忽视的
“国家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根植于西方土地上的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国别性”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试图弥补该方面研究的不足；从发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
两个优势出发，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容性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发展的最新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最具特色的发现，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更不是西方经济学（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而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为方法论基础，兼收并蓄西方经济学现代成果而构建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来源
于实践而又指导我国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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